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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尹 铎 1, 2, 3，朱 竑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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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

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

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

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

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

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

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

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

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

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

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

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

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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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战略目标。乡村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
与关键所在，而乡村振兴则是乡村扶贫的深入与可持续性目标[1]。在一定程度上，乡村贫
困减缓的过程亦是乡村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2]。近年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精准扶贫的经验已成为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3-5]。在精准扶贫实施的

“五个一批”策略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产业扶贫）处于关键的首要地位[6]。产业扶
贫是贫困地区摆脱贫穷的最基本路径，是最根本与长久的扶贫方式之一。而产业扶贫的
关键就在于培育能带动贫困居民持续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在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
中，农业扶贫作为“造血式”的扶贫方式，以经济作物生产联通城乡发展，带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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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人员在城乡之间流动，意在将以往依然处于生存边缘的贫困村落与农户纳入到市

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中。农业发展不仅改变了乡村原本的自然系统，而且将新的社会主体

卷入，重构了乡村新型的人地关系。

以往对于农业扶贫的关注，多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数理模型的运作，针对扶贫的

贫困测度、致贫原因、扶贫手段、风险防控与效果评价等方面[7-11]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但整体而言，鲜少有研究结合中国区域乡村社会文化背景，以具体的特色农业扶

贫产业为例，探讨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作为产业扶贫手段推行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而对

于扶贫的效果，现有研究大多将经济作物种植看作是单一的线性过程，去判断其作为发

展干预路径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没有深入剖析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土地、资本等）与

非物质（农业技术、农民身份认同与乡村地方依恋等）要素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乡村发展

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山地乡村，资本、科技等方面不具比较优势，且海拔较高、气候

较为特殊的自然环境又使得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因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自

然生态环境与和谐质朴的人地关系。云南作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俗”的云岭高原

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国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12]。云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试验田，

亦是精准扶贫的攻坚地[13]。作为地方政治与经济投资联动的发展计划，在云南的土地上

产生了一系列以扶贫为目的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项目。这些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演替，

主要发生在滇西北高寒山区的山间平坝（耕地）和滇南温暖湿润的热带山地（林地）。由

于地理与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传统农业在这些山地乡村的发展空间有限，因而农业产

业大多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这些特色经济作物既有引种国际的外来流

行作物，如澳洲坚果与日本阳光玫瑰葡萄等，又有历经时间洗礼源自本土的作物品种，

如三七与天麻等。如上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乡村逐渐成为云南进行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

因此，本文通过解析云南中药材、功能性食（饮）品等特色养生扶贫产业在山地贫

困乡村的建立过程，探讨在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推动下，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如何成为中国

西南边疆地区的产业扶贫项目，以及在产业扶贫过程中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资本下乡与

农民生计及文化建构的波动与转变，以加深对山地乡村贫困减缓与农民可持续生计建立

的理解，以便合理谋划基于地方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进行云南区域的实证分析

之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经济作物种植与乡村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概述，以期为理解云

南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效应提供理论基础。

2 经济作物种植与乡村贫困减缓

在国际乡村发展与扶贫研究中，依托经济作物种植的扶贫产业的运作机制及其产生

的地方效应是最为主要的研究话题之一。经济作物在贫困乡村的大规模种植推广，使得

其所依附土地实现快速商品化。因而相比于普通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更

加直接地反映贫困乡村的转型与重构过程。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全球生产体系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种植的运作方式及其对作

物产地的影响与作用。可可、棉花、棕榈树与橡胶等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种植作为南亚、

东南亚、西非与拉丁美洲等区域贫困减缓手段成为重点关注领域[14-16]。研究主要根植于

“本土”与“外来”的语境，生产地的世居农民通常被视为“本土”的“我者”，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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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地之外的各级政府组织、农业大资本企业等则成为“外来”的“他者”[17]。农业
大资本企业会对农民与优质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与操纵，并引发显著的地方效应[18-19]。例
如，在泰国的农业发展计划中，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以扶持贫困乡村发展，泰国地方政
府颁布了许多利好政策推动大尺度种植生产（Large-scale Plantation Production）以期实
现耕地资源的快速商品化[20]。但是这一过程通常会导致村民世居的土地被国内外大资本
企业所征用，村民被驱离出原本依附的乡村，导致空间抢夺现象的出现[21]。空间抢夺造
成了村民对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实际参与率与支持度较低，利用农业经济消除贫困的意图
难以实现[22]。

其实，由于所生产作物的自然特性不同以及乡村基础设施差异，通常大型农资企业
更愿意选择小生产者模式与政府合作进行农业扶贫。小生产者模式强调企业对作物生产
的育种、加工等关键环节进行把控，然后培训本土农民作为员工，利用本土地方性知识
进行土地与作物管理[23]。因而，相比于直接的土地抢夺，小生产者模式被认为是更加包
容与人性化的农业扶贫模式[24]。但亦有学者旗帜鲜明的对小生产者模式提出了批判，他
们认为，小生产者模式与土地抢夺后进行的大规模种植并无二致，同样是对自然资源与
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与剥夺[25]。例如，Li等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尽管许多与政
府及大企业合作的农民利用自家土地种植经济作物获得了一些经济利润[26]。但是，企业
在农业扶贫运作过程中始终是处于压榨与强势的一方，而农民则是没有协商权力的绝对
弱势群体。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作物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的地方实践具有完全
不同的运作机理与过程。就下乡资本而言，在地方政府弹性土地政策和财政专项资金的
宏观调控下，农业大资本企业进驻乡村，使得农民在短时内获得了快速、直接的金融支
持与保障[27]。但也有学者发现，扶贫资本的直接注入会使得乡村发展过于依赖龙头企业
和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从而使得农民生计脆弱性加剧。例如，Galipeau等通过对香格
里拉葡萄种植的地方效应研究发现，由于过于依赖地方政府引入的葡萄酒厂，农民的收
入与乡村发展状况时常因为酒厂的经营困境而陷入波动[28]。

虽然会受到扶贫资本与产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
农民并非总是如先前西方研究语境所述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在各类扶贫计划的实施过
程中，农民完全可以自主的做出选择，并对乡村的发展与自己的命运负责。例如，历史
以来，由云南省各地发起的经济作物种植演替，就显著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扶贫增收并
提升了他们的自身“素质”，他们被赋予了更多与外来行动者进行协商的权力，以应对外
界对他们落后的想象并逐步实现了去污名化[29]。而农民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之所以具有
与外界进行交流、学习与协商的能动性，与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息息相关
的。财产权不仅是构建人们使用资源的规则或制度，而且是政治过程和生产社会关系的
表达。在中国，农用地实行所有权、经营权与承包权的“三权”分置，农民的承包土地
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由于农民牢牢掌握着土地使用权，因而被赋予了成为农业小企业主
的权利[30]。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发
展战略与话语的提出，经济作物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产业开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例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做到乡村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需要将对于土地经济价值的局限认知提升到综合生态价值的高
度。而精准扶贫的“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标准，更是对农户内生性发
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到底作为农业扶贫计划的经济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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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在中国西南乡村的运作机制如何，又是如何使得乡村做到产业稳定可持续、农户内生
性发展以及整体生态系统商品化，均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立足云南省，以
在典型山地乡村推行的两类具有不同特色的代表性经济作物种植为例，解析山地乡村农
业扶贫的政治经济推行模式及其对乡村发展产生的多维度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与文本分析法等综合质性方法进行研究资
料获取与分析。笔者于2015—2021年间5次去往云南，选择滇西北（丽江）与滇南（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同纬度与气候区域的山地乡村进行全面调研。为了更加全面的了
解山地乡村的扶贫情况与农业发展现状，笔者去往丽江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政府
相关部门（主要是农业局与扶贫办）、本地农资大企业、农贸批发市场以及9个典型山地
贫困乡村获取研究资料。最终，经过资料判别与筛选，综合考量经济作物在乡村的产业
基础差异（有无产业发展基础）、作物生长的土地差异（耕地与林地）、扶贫政策以及贫
困状况的差异，选定玛咖种植作为滇西北高寒山区山地平坝耕地中经济作物种植的观测
研究对象，以及选定普洱茶种植作为滇南热带山间林地经济作物种植的观测研究对象。

在文本资料收集与分析方面，笔者在地方政府搜集农业发展规划、精准扶贫政策文
件、经济作物年报与种植规范等。在企业资料收集方面，收集农产品宣传手册与公司发
展的宣传报道文件等。在农民资料收集方面，收集种植合同、收购合同与包地合同等经
济作物管理的日常文档。同时，笔者还在当地走访各类博物馆与展览馆，深入了解地方
发展历史，亦对云南玛咖与普洱茶种植相关的信息与新闻报道进行了全面地搜集与整
理。在参与式观察方面，主要选择村民家空间、农田与茶园等不同类型的日常生活与生
产空间，观察村民家庭成员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劳工移民、外来商贩、地方
政府之间的互动。

在深度访谈方面，在丽江访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农业推广专员、大型农资企业负
责人、小商贩以及种植玛咖农民共49人。在西双版纳与普洱市，主要在易武古茶山、布
朗茶山以及景洪市区访谈本土茶农、政府工作人员与外地劳工移民31人。访谈主要采取
本地熟人朋友介绍，随机拦截以及滚雪球法进行，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进行
了录音或笔记。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时间把握在 40 min至 3 h之间。同时，
笔者与主要受访者添加了微信好友，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对方朋友圈所展示的文字与
图片，持续追踪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玛咖与茶树的生长与销售状态。

4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计划的运作机制

本节将具体论述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计划的运作机制，即政治、经济行动者
如何将各类经济作物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项目在山地乡村进行落地与推广的过程。首
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扶贫得以在云南快速推行，是因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计
划紧密地镶嵌在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框架与“内地—边疆”二元分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
中。其次，从微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作为扶贫项目得以在山地乡村落地与实施，是多
元行动者基于地方互动实践的结果。
4.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就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框架而言，内部与外部地缘战略定位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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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扶贫产业提供了宏观背景。从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定位看，云南当前正处
于跨境经济发展以及承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语境之中。云南作为西南边疆地区，拥有特
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且正在逐步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
的区域承载点，其区位的经济战略意义非凡[31]。不论是从云南本土走向国外的普洱茶、
小粒咖啡，还是由外国走入中国的玛咖、辣木籽等，经济作物的流动与贸易，不仅是物
质的传递而且也是农业文化的交融。因而，在云南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以实现国际新
兴农产品的引进以及本土农产品的外销，进而促动乡村发展，成为了最佳的产业选择。

就国家内部“内地—边疆”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内地居民希望通过农产品消
费实现养生保健的诉求及其对云南的地理想象为云南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了极好
的消费语境。在机械化与流程化重复运作的城市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亚健康
状态，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身体的疼痛与不适以及精神的压力与紧张。由于中国药食同源
的养生文化，相比于直接服用西药快速解决问题，人们更愿意选择功能性食品或中药材
进行食疗与食补，以此通过更为平衡与缓和的方式达到疗愈效果。但近年来，环境污染
与食品安全出现的种种问题，亦逐渐引发人们对于中药材与功能性食品效果与安全性的
隐忧[32]。

与大城市的现代性相对，优质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绚烂多姿的民族
文化等区域特征，使得中国西南边疆常常被建构为一种前现代而充满了自然风情的地
方。基于外界的这种地理想象，许多在西南地区生产的功能性食品与中药材被认为更加
纯天然、无污染而对修养身心更具裨益，因此在许多大城市中逐渐流行起来[30]。云南作
为西南边疆的典型代表，不论是产于宁夏的黑枸杞还是产于浙江的杭白菊，只要这些外
地药材来到云南售卖，就会迅速融入到云南本土药材所表征的自然话语体系，从而变得
非常畅销。因此，对于农业发展而言，地理想象与健康概念的结合，进一步奠定了在云
南乡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核心地位。于是，在国家尺度上，政治经济推动与社会
文化建构联合确立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成为云南农业扶贫的主要项目之一（图1）。

4.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从扶贫产业在贫困乡村的前期发展基础来看，地方政府所扶持的产业可以分为“从

无到有”与“从有到优”两种类型。本文选择研究对象—玛咖，原产于秘鲁，在引种云
南高寒山区乡村之前，国内并无规模化的食用与消费历史，属于“从无到有”的产业类
型。云南高寒山区的贫困乡村大多位于低纬度、高海拔的山地与丘陵，四季分明、气温
冷凉且昼夜温差较大。虽然具有较为平整且土壤肥沃的山间平坝作为可供耕作的农田，
但历史以来世居农民的生计主要依靠土豆、蔓菁等传统经济作物种植，利润较小且市场
趋于稳定，长期无法在中国本土找到适种的高经济价值作物以带动本土经济发展。2002—
2006年间，云南省农资企业与地方政府联手将玛咖引入云南并打造生产与消费市场，形

图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Fig. 1 The macro-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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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玛咖产业，然后逐步将高寒山区难以开发利用的耕地与山区贫困农户纳入到新兴建构

的扶贫产业价值体系之中。

就丽江而言，地方政府将玛咖定义为新兴产业以扶持玛咖种植作为重要的扶贫产业

进行推广。在政策的支持与引介下，丽江龙头企业通过流转山区土地建立生产基地，同

时与农户签订合同，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再以固定的价格向农户收购果

实。在地方当局的发展计划中，意图通过玛咖种植使高寒山地15万贫困农民致富增收、

摆脱贫困。在这样的扶贫运作模式之下，2013—2014年间，玛咖种植区域从丽江迅速扩

散至大理、迪庆、昭通、曲靖与怒江等地，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hm2，基本覆盖了云南海

拔2800 m以上全部的适种高寒山区。

而本文选择观测的另一种经济作物—普洱茶树，由滇南热带山地的世居少数民族祖

辈驯化而来，在被地方政府选中作为扶贫计划进行扶持前，在云南乃至全国就具有悠久

的栽培与品饮历史，属于“从有到优”的扶贫产业类型。与高寒山区乡村自然资源整体

难以开发以及村民呈现出的整体贫困状况不同，由于茶叶市场已经针对古树普洱茶建立

了较为稳定的产品认知度与消费偏好，因而热带山区乡村更多呈现出由于古茶树资源空

间分布差异而导致的村民贫富差异问题。但与高寒山区乡村一致的是，滇南热带山区的

地方当局选择引入在全国茶叶市场具有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以便助力贫困农户新近种植

的茶叶也能参与到普洱茶市场体系中，摆脱地方的不均衡发展。

例如，作为古六大茶山之一的易武茶山（易武镇）地方政府首先免费发放茶树苗木

以鼓励缺少古茶树资源的贫困农户建立新型生态茶园，随后通过引入业内知名茶厂—祥

源茶厂、山青花燃等进驻易武镇，鼓励茶厂收购各村寨贫困农户的茶叶并运用现代拼配

技术打造口感稳定的易武普洱茶产品体系。除此之外，为了减少与分散的、数量众多的

茶农打交道时高昂的治理成本，地方政府在产业扶贫计划中提出打造标准化的住宿接待

业以吸引茶客与茶商在易武镇中心集聚，每年举办的斗茶大会成为当年各村寨茶叶价格

的风向标，同时建立大型茶叶交易中心形成较为统一与正规的茶叶交易平台。可以发

现，针对已经具有产业发展基础的农业扶贫项目，地方当局更多是意图实现扶贫产业

“从有到优”，让贫困村落与农户尽快融入到云南高涨的茶叶经济与普洱茶市场之中。可

见，基于山地乡村不同的贫困状况，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与山区农户的互动与实践作

用下，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项目得以确立（图2）。
总之，不论是何种扶贫产业类型，在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下，特色经济作物通

过逐步融入到“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管治框架与文化语境之中，最终得
以在云南山地贫困乡村顺利落地并得到推广。

图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Fig. 2 The micro-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893



地 理 学 报 77卷

5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的比较分析

在特色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并得以推广后，对山地乡村发展与振兴产生了系列综合效
应。本文将具体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这三大发展要素进行切入，针对两类农业扶贫产
业对山地乡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阐述。
5.1 资本下乡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无论玛咖种植还是普洱茶生产，地方政府都选择引入并扶持龙头企业这样的规模经
营主体成为农业政策的接应主体与具体执行的代理人，意图通过龙头企业为乡村快速建
立扶贫产业。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的是，在扶贫产业的初始创立阶段，乡村发展经历了
对于外来大型农业资本以及地方专项扶贫资金的依赖[28]。本文发现龙头企业虽然是驱动
乡村发展变迁的绝对主力，但是伴随着扶贫产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农户会通过农业技
术、销售技术的学习，掌握数字营销等商业技巧，同时与慕名而来的商贩建立属于自身
的经济网络，使得下乡资本的渠道与来源愈加多元化。

例如，在分别引入两家资产雄厚的本土企业作为玛咖生产的龙头企业后，丽江高寒
山区的南溪村与文海村完成了首轮资本下乡的运作，实现了村落的景观再造并建立起农
业专业化雏形。伴随着种植规模的初步形成，外界的游散资本以地方政府的扶贫政策为
投资风向进入乡村倒卖、收购玛咖并投资扩大种植规模，完成了扶贫产业的持续推广与
规模化。相比于2010年丽江市整体种植不足200 hm2，到2014年全市玛咖种植面积达到
4672 hm2，实现农业产值5.5亿元，综合产值达40亿元，直接带动了全市高寒山区约3.3
万户，13万人实现增收3.15亿元。于是，伴随着与各类经济行动者的互动增强，农户所
组建的经济网络逐渐拓张，可供农户选择的下乡资本渠道也愈加多元化与自主化。因
而，即使2015年玛咖产业由于市场供需不平衡而衰落，高寒山区乡村基于玛咖引入的农
业大资本面临崩盘，但是农户借由玛咖建立的经济网络也成为了重要的市场信息来源与
产品分销渠道，帮助高寒山区乡村酝酿着重楼、附子等新一批更受市场欢迎的中药材种
植。原本无法有效融入云南特色农产品市场的高寒山区乡村也开始与内地居民所追捧的
养生经济进行接轨。

对于滇南的热带山地乡村而言，原本火热的普洱茶经济虽然使得流入乡村的资本络
绎不绝，但大多流量较小且不够稳定。在普洱茶生产经历了“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
后，多元化的下乡资本在品质与规模上得以提升，产业发展与内地茶叶经济对接更加深
入。作为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故乡和中国产茶最早之地的勐海县，在地方当局通过扶
贫政策引入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驻村建厂后，茶农除了可以自由地选择与哪些
上门采购的茶商与茶客进行合作与交易之外，还可以选择跟茶厂签订长期的供销合同，
使得收入来源更加稳定。2017年以来，在驻村茶厂的帮扶下，当地贫困群众已户均增收
2.4万元。因此，伴随着扶贫产业超越扶贫的政治意味与市场进行更加深入地对接，山地
乡村的资本来源也会从单一化与对地方当局政策较强的依赖性，逐步演变为更强的自主
性与多元化。
5.2 土地利用转型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经济作物种植导致了农用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及山区乡村生态系统意义的演变。首
先，稳定乡村土地承包关系，实施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
保持乡村活力与秩序，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就
玛咖种植而言，由于龙头企业与外来商贩缺乏对于高寒山区土地的了解（例如高山节气
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等），往往会委任本土农民继续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因此，尽管农

894



4期 尹 铎 等：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民已经将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但是土地的实际经营权依然在农民手中。农民依靠本
土耕作建立的地方性知识，确保了公平地享有土地的增值收益。

而茶叶经济的火爆，也促使茶山上原本仅仅被本地茶农雇佣采茶的外地劳工移民及
原本没有古茶树资源的贫困农户成为了茶叶的生产者。例如，就采茶的劳工移民而言，
他们大多来自云南的红河州等相对于茶山更加贫困的山地乡村。在他们的故乡既没有可
供耕作的肥沃农田，亦没有种茶喝茶的历史传统。贫困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成为流动劳动
力，伴随着各地的农业用工需要（例如，贵州油菜花收获季等）而在全国各地四处奔
波。他们来到云南茶山后，逐渐学会了如何采茶、制茶甚至品茶，开始跟本地茶农签订
合同承包茶山撂荒的土地，种植茶树开辟茶园，以分成的形式获得茶山撂荒土地的使用
权。这也使得茶山乡村的撂荒土地几乎全部转变并参与到茶叶生产之中。同时劳工移民
在茶乡与故乡的流动，使得他们在茶乡积攒的资金与技术持续地投入到故乡的建设中，
在故乡建设茶园逐渐推动了红河州等更加贫困的山地乡村实现脱贫致富。可以说，虽然
在茶山鲜少有直接的扶贫政策对他们进行帮扶，但是普洱茶树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产
业亦从另一种跨地方的途径实现了云南山地的有效利用与乡村振兴。

另外，玛咖生长对于高寒环境的强调，以及古树普洱茶短时期内不可复制的资源稀
缺性，都使得山区乡村的自然资源的独特性得以凸显。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人们对
于山区环境的价值认知，从狭隘的“土地资源”拓展到了整体的“自然资源”。村民不再
只将发展的目光聚焦在耕地与林地之上，开始关注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
综合资产价值，开始探索生态旅游与农业的联动发展，注重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系
统的和谐统一，主动自觉保护乡村自然环境，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的绿色发展要求。
5.3 劳动力转变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从劳动力转变的效应来看，扶贫产业的发展与产业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驱动了山
地乡村出现可供雇佣的劳动力（不论是作为流动劳动力的劳工移民还是本地由于自身原
因、时间安排与拥有土地面积差异分化出的本村劳动力）。除了雇佣行为，许多山地乡村
的贫困农民由原本处于生存经济边缘的状态转变为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运作的小企业主。
农民开始主动争取与外界进行直接联络，展演“山区农村”与“山村农民”的概念，并
以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感与对村落的认同感对农产品进行营销。

例如，在高寒山区乡村，在面对其他购买玛咖的商贩与客户时，农民会主动展演山
地乡村的劳作场景，渲染作物生长环境的原始自然，映射自家农产品的无公害与纯天
然。同时，农民还会向消费者非常自信且骄傲地介绍家庭成员，意图通过展示家庭成员
的不善言辞、简单淳朴等所谓在现今社会中只有农民还依然保有的传统品质，以证明自
己作为商人的诚信。而在茶山，普洱茶经济的高涨与品牌价值提升，不仅促进了本地茶
农的身份认同建立，还出现了对于村落的地方认同与展演。除了从事茶叶采摘、炒制等
流程性工作，茶农还开始参与到更加具有“文化”与“技术”意味的品茶与售茶工作。
他们在自家修建的精致茶室中，使用各种专业的茶具，向登门采买的茶客与茶商展示娴
熟的茶叶冲泡技巧，并滔滔不绝地讲述本村普洱老茶号的历史、茶山的地方茶文化演变
等话题，以便通过让对方建立对地方认同感时，营销自家茶叶制作的独家技术与绝佳口
感。可以发现，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地方认同与
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增强是与市场驱动密切相关的，更多地是为了发展农业经济而
非对外界建构的“落后”社会标签进行协商。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从中心向边缘、不断用时间来消弭空间的进程，已经把云南山
地乡村的贫困居民打造成了市场主体，在土地政策的保障下，对于外来行动者的技术、
资金逐渐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地争取。在山地乡村，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逐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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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本的生计逻辑，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作为发展的要素与维度在特色农业扶贫产业的
不断发展与推进中实现了可持续的循环与流动（图3）。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玛咖与普洱茶这两种经济作物类型为抓手，从微观视角剖析了以特色农业发
展带动的多元行动者互动与乡村重构机理，发现了云南特色农业扶贫与山地乡村发展的
互馈机制。首先，本文展演了在云南区域内，由政治经济行动者所驱动的特色农业扶贫
项目在山地乡村自上而下的落地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
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根据扶贫产业在乡村前期的发
展基础，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在山地乡村的运作机制出现了差异与分野。作为自然资源
整体难以开发利用且整体处于贫困状态的云南高寒山区乡村，农业扶贫计划主要选择以
全新的经济作物打造并开创市场，由农资企业先行而地方当局配合，联手进行作物生产
的科研攻关，并促成企业与农户的合作。而作为在滇南热带山地乡村具有悠久生产基础
的普洱茶，农业扶贫计划主要通过让地方当局介入茶叶经济发展以便对不具资源优势的
贫困农户进行扶持，促进普洱茶经济整体的优质发展并弥合村落与农户生计的不均衡发
展。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运作，其目的都是将以往处于生存边缘的山地贫困村落与农户纳
入到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之中，实现贫困减缓，致富增收。

其次，本文剖析了特色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实施后，对云南山地乡村所带来的系列综
合效应。云南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作为国家发展干预的路径，试图通过培育、创造和
规范农产品市场来实现扶贫。不论是种植玛咖还是普洱茶树，这些扶贫计划作为针对性
的帮扶措施，都撬动并释放了乡村的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导致山地
乡村贫困的各种人、地、业障碍性因素，使得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业用地价值提升，
农民在短时间内获得赋权，从而实现经济的原始积累、农技习得，甚至做到了文化自
信。在土地利用方面，研究以云南典型的山地乡村为例，拓展了以往研究对于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战略中土地利用的研究认知，研究发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手段
能够促进典型山地乡村整体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生态整体价值的耦合，契合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发展要求。在下乡资本方面，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追溯了扶贫产业在不同时期

图3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Fig. 3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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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乡资本的动态影响，纠正了以往文献中对于扶贫产业将乡村生计变得脆弱不堪的隐
忧与论调，揭示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下乡资本多元化的可能路径。在劳动力方面，
以往研究集中于表述在扶贫产业发展后，经济赋权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以对抗社会污名
化现象。而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对于这种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强调，更多的是一种营
销话语，其目的是为了经济增收而服务的。

最后，本文辨析了乡村振兴语境下产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
辑与市场逻辑的内在关系。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市场逻辑，与贫困减缓所遵循的政治逻辑
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的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的、协调的互促
与兼容。农业市场的作用始终处于国家扶贫治理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地方当局协助大
型农资企业进驻乡村，并促进这些企业与农民的合作，意图依靠市场力量消除农村贫
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与土地产权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大企业在农村土地商品化过
程中出现西方乡村扶贫研究语境中的土地掠夺及其导致的农民更加贫困、乡村更加凋敝
的现象。产业扶贫促进山地乡村在一定程度上补齐了发展短板，实现了贫困减缓。然而
值得深思的是，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角度看，地方政府的发展干预容易使得大量政府
投资、银行贷款和社会闲置资本迅速聚焦到扶贫产业上，导致经济作物生产出现明显的
供需矛盾和产业泡沫，因而需要在具体的扶贫项目实施中警惕经济作物兴衰导致的农民
生计与乡村发展效率的波动。

在进入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代后，把握以乡村振兴战略来统筹
中国的“三农”工作成为了必然选择。因此，需要对产业扶贫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入反思
与探究，以便之后顺利由产业扶贫向更高层级的产业振兴的转换与过渡，最终实现乡村
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本文基于特定地
方针对典型扶贫农产品研究做出了些许尝试，尚未能对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机制提供
更为科学的测度与演算，期待未来研究能够继续关注扶贫产业与乡村发展中更为宏观复
杂的运行机制，继续为云南山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与科学决策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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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A case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cash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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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and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have unique natural ecology and social culture, classic practi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 earth interaction, and it is also a place to observe the human- earth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Taking Maca planting and Pu'er
tea productio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tra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ions, and presents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se two projections on typical mountainous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need to be embedded into the national socio- cultural
context and politico- economic governance framework. Various kinds of cash crop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is benefits from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e socio-cultural "centre-periphery"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actors in Yunnan Province. Second,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have enabled mountainous villages to attract investment and
transform land use types, thereby achiev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Local farmers have changed from passive recipients of market competition to active market
players. Maca planting and Pu'er tea production have irrevocably tie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Yunnan and the life worlds of local people to the commodity economy. Third, in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market logic represent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griculture industry"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restrictive. The two have been coordinated
and compatible i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worth pondering that we need to
guard against fluctuations in farmers' livelihoods caused by the rise and fall of cash crop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nd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frontier of southwest China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word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gri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Yunnan;
mountainous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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